自然疗法可以挑战权威的医学理论吗？

由自然科学导引的医学文明史的背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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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赫尔伯特•彼切曼

自1971年以来，赫尔伯特•彼切曼博士、教授就是维也纳大学的正式大学教授，他讲授理论物理学。在过去的35年里，他在欧洲、美国、远东和近东进行了大量的学术巡讲，并多次被授予了客座教授的席位。除此之外，他还发表出版了200余篇（本）论文、著作，也是很多科研机构的成员，同时，他也是维也纳国际整体医学学术委员会的顾问。

我们文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雅典的哲学思想。大约在2500年以前，这个哲学思想肇始于对“什么才是真正正确的思维？”的问题的探讨与争论。

非常有趣的是，在那个时代里，在所有的文化文明里都有其踪迹。比如说，在中国就有老子和孔夫子争鸣他们的“逻辑思维”。那时的人们刚从神秘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却又深陷于理论思维的泥沼之中。突然，他们对于“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的问题，不再是那么地肯定，但他们知道，生活终究是会走向终结的。

为了促使一种通论（整体性理论）的形成，就有必要在争鸣的理论中树立一些事物。对此，就需要一些公认通行的思维规则了。

在中国可以有不同思维模式的百家争鸣的时候，与此相对，在西方世界里，人们正准备孤注一掷了。

每种模式都有优点和缺点，它应该只是，人们把模式当作可能性，而不是当作必要性去理解。

在西方世界里，最先早的学术争论可以回溯到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两个人身上，即巴门尼德斯和赫拉克利特之间。

他们两人争论的问题是：“存在到底是什么呢？”，以及“如果存在‘存在’，那么是否也存在‘不存在’呢？”。巴门尼德斯的回答是，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存在’就是‘不存在’的相反对立面”。而赫拉克利特的回答则为：“‘存在’和‘不存在’本来就是共同的状态”。

巴门尼德斯的思维规则是唯一性和异议自由。赫拉克利特则以“万物都是流动的”反对唯一性，以其名言“斗争是万物之父”去反对异议自由。

现在，我们用黑格尔的“实然范畴中的思维”和“应然范畴中的思维”这样的话，来表述上述两种思维模式，那它们就成了“静态的”和“动态的”。

此外，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在很早以前就以赫拉克利特的模式进行思维。相反，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则以下列定理表述了巴门尼德斯的要求：

1)同一性定理：要求概念的唯一性；

2)矛盾定理：要求陈述异议的自由；

3)不可能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就是……
　
直到现在，这也一直是正式的官方的逻辑，毕竟这意味着：要理解什么东西，我们就得清除掉它。

亚里斯多德以他的不可能的第三条道路加强了异议自由的理论。“如果两个定理相互之间是完全矛盾相反的，那么最后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思维模式，但它也有其界限的，亚里斯多德对之也是有所了解的：在正确与真实之间是有区别的，与逻辑公理相协调统一的，是正确的，但并不必然是真实的。认识到这一点并研究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

存在数学这样一门科学，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去检测监督其它事物是否和逻辑公理相和谐相统一。

形式上的正确性和真实性之间的区别，在医学上则可以用这样的定理来表达：“手术成功了，患者却死了。”

这个定理具有很大的讽刺性，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讽刺的时代中，因为我们比重视真实的更加重视形式的。

真实的只有在原则上被人们怀疑时才存在，因为真实性需要切身地支持。在数学论证的意义上，假如存在哥特巴赫猜想的论证，那么，就再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信仰了，因为切身亲自地声明自己的信仰，已经不再是那样的关系重大了。

在这一点上，西方世界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信仰和知识根源于不同的源头。希腊给我们提供了知识，而我们的信仰，则直到500年之后才获得。

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拥有了一个被分裂的文化———一个既高举异议自由大旗，但又在其内部自我分裂，并因此而彼此相互矛盾对立的文化。

信仰和知识的整合混同，导致了罗马教对整体统一的真实性进行了辩护捍卫；并从这个黑暗的时代中产生了对新事物的渴望渴求。直到17世纪，这个新时代才由笛卡尔、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开启。笛卡尔曾说：“除了由威望德行支撑的通往真理的入口之外，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入口，我应该自己找到通往真理的入口。一个可能性是，我所怀疑的一切，如果日后习以为常了，那么也就成为真实的了。”这个唯一，即笛卡尔习以为常的唯一，就是那个定理：“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的建构并没有导向自然科学。相反，伽利略却以他的实验方法导向了自然科学。

过去已经采用过的手段方法，即使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他的全部活动领域内常常也是无法掌握的。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经验科学。自然科学的定理可能会直接和经验产生冲突！

伽利略定理：“所有物体下坠的速度是相同的”，这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是完全矛盾相反的。为了在月球上做试验或做实验，我们必须飞往月球。

实验与经验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因为可重复性、量子作用（所有的事物，能测量的进行测量，不能测量的使之能够被测量。）以及分析（局限于简单或被简化了的现象上）三种事物。

由此，人们得到这样的可能性，除了争执冲突之外，还能树立一定的使人们呼吸紧张大为惊讶的事物，这在某种模式上也是成功了的。因此，这种模式已成为应给予重视的人类继续发展的基础。应给予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不会有错的。

但从应然范畴的思维模式意义上看，无论何时，在历史长河中总会出现一个人们能够认出把握的时间点：仅仅只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现在看来是不理性的不明智的。

在医学上，我们也不能放弃上天对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恩赐，问题在于，人们是否仅仅只能局限于此。

伽利略曾教导我们，除了争执冲突外，怎样才能使他的方法与一般的通常的定理并存；如果在区分物质和精神时没有前提条件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是万能的了。因为这种方法只对时间和空间上的物质有效。

以物质观上的事实结构加以限制的足够理由的定理被当作第四条逻辑公理得以补充添加进来。

因此，在某个作用的动力原因意义上看，作用的动力原因与因果关系是具有内在联系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归结于作用的动力原因是理性的明智的，因为在那里，这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有关。因此，所有的，即借助作用的动力原因无法阐明解释的事物，就得从自然科学领域内清除出去。

为什么顺势疗法在学院医学中得不到承认的原因，仅仅只是，她无法给出作用的动力原因。某人在不能按照作用的动力原因的原理给出理由说明时，就可以去做他想做的，而不用证明他所做的。如果这与人类范畴有关，他也就不再需要它了。

医学上的处理治疗的原因不仅仅只是作用的动力原因，还有使患者病人因此产生能被治愈和更好感觉的确信。

一个由自然科学引导的医学不能仅仅只是深入研究个别的患者，这不是上述方法的应有之义。

新时代的事实结构的基石—实验和逻辑的公理，却基本上不能包含这个唯一性了。戏剧性地说：由自然科学导引的医学不能仅仅只是深入研究个别的患者，这不是上述方法的应有之义，同理，异议自由的矛盾对立面是广义上的“生活”。

以逻辑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疾病下的定义，不能把全体人类的整体观当作对标准范围内的数值的偏离。

歌德曾以他的含有有色学说的相对性反对自然科学的-逻辑的思维。

世世代代以来，对立相反的思维中含有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原理：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治疗方法是针灸法。相互对立相反的疾病概念是针灸法的基础。疾病概念是以这为基础的：疾病是对平衡的侵扰破坏，是器官之间的相互斗争。

最后，在赫拉克利特的思维中存在以对立相反为前提的辩证法意义上的疾病概念：人们仅以自身自力也能战胜疾病恢复健康，没有其它人能够使他恢复健康；而患者却又受到与之对立相反的理念的煎熬折磨，因为他已经病了，所以，他不能自身自力地恢复健康。

在这里导引发展而成的整合统一就是：医生是自我康复患者的好帮手。

在这个思维范畴中，也可以允许使用顺势疗法的医药，因为这已不再会产生一个作用的动力原因的内在联系，而是在最后之时决定，是否采用特定的处理治疗方法，以引导患者自我恢复健康。






